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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Moreno-Jime´nez 等人編製之護理師職業倦怠量表（Nursing Burnout Scale, NBS）中文

簡版為測量工具，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選取江蘇省 523 名臨床護理師爲研究對象，以 Mplus8.1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比較職業倦怠一因子、三因子、高階因子以及雙元因子四模式，應用

CFA 與 ESEM 進行參數估計，旨在探討華人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因素結構。研究結果顯示，臨床

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三因子 ESEM 模式之適配度最佳，護理師職業倦怠除了「情緒衰竭」、「低成

就感」與「對人冷漠」等三種特定倦怠因子之外，還蘊含著一個「整體倦怠」因素。唯，整體因

子與「對人冷漠」特定因子能夠有效解釋對應觀察變項之變異，而「情緒衰竭」、「低成就感」特

定因子只能解釋小部分觀察變項的變異。本研究結果呼應了由 Mészáros Ádám、Szabó、Szigeti

與 Urbán（2014）提出的職業倦怠雙元因子結構，顯示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具有跨文化、跨情

境、跨行業的類推性。比起 CFA，在參數估計上 ESEM 提供了更合理精準的雙元因子參數估計值。

本研究結果可提升心理計量研究對於護理師職業倦怠多維度潛在結構之認識。並可提示醫院管理

者，在為處於危機中之臨床護理師提供干預時應考慮其職業倦怠總分。然而，因「情緒衰竭」與

「低成就感」分量表之題項並未完全反應對應之特定因子，因而在實務或研究中需慎用此二分量

表因子分。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探討諸如性別、年資等背景變項在職業倦怠雙元三因子模式的測量

恆等性。 

關鍵詞：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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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倦怠（Burnout）意指因工作所產生之精神與情緒衰竭。當代社會各行各業均面臨職業倦

怠之威脅（Vargas Cañadas, Aguayo, Fernández, & Fuente, 2014），經常陪伴病患面對生死議題之臨床

護理師更是職業倦怠的高危險群。護理師站在醫療工作的最前線，直接面對病患的醫療危機，是

職場暴力中常受攻擊之對象（Ming et al., 2019），他們面臨的工作壓力高，職業倦怠水平也高

（Garrosa, Moreno-Jime´neza, Liang, & Gonza´lez, 2008）。工作壓力對護理師職業倦怠產生正向直接

影響（黃寶園，2009）。Heinen 等人（2013）針對歐洲十國的研究發現，有 28%的護理師出現職業

倦怠，在英國護理師出現職業倦怠的比例甚至高達 42%。在美國，護理師對工作不滿意的比率是

其他所有行業員工的 4 倍，事實上，每五位護理師，就有一位表示他們有在一年內離職的想法（Aiken 
et al., 2001）。澳洲的研究也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護理師曾有「情緒衰竭」的現象（Barrett & Yates, 
2002）。反觀亞洲，相關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例如，在中國上海，55.6%的護理師對其工作感到

不滿意，同時有 45.1%的護理師表現出較高水準的職業倦怠（Lu, Ruan, Xing, & Hu, 2015）。台灣的

研究發現，相較醫院其他類型工作人員，護理師容易出現較強烈的職業倦怠（Chou, Li, & Hu, 
2014）。職業倦怠不僅對個人，也會對機構産生不良影響。在個人層面，職業倦怠引發身心失調（虛

弱、失眠）、情緒困擾（抑鬱、煩躁）、態度問題（敵對、冷漠）以及行爲問題（易怒、攻擊性）

等（Adriaenssens, De Gucht, & Maes, 2012; Clausen, Nielsen, Carneiro, & Borg, 2012），進而影響員工

的幸福感（（Lin, Huang, Yang, & Chiang, 2014），降低員工的工作能力（Hu, Hong, Yeh, & Hsieh, 
2019），護理師所面臨的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以及睡眠質量下降還會導致其健康狀況下降（Cheng et 
al., 2019）；在組織層面，護理師身心健康狀況影響照顧護理病人的品質（Lee, Sun, & Chiang, 2019; 
Lee, Tzeng, & Chiang, 2019），受職業倦怠困擾的護理師不但無法爲病患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甚至會因爲職業倦怠而産生醫療疏失、高缺勤率、高離職率（Maslach & Leiter, 2016; Wang, Liu, & 
Wang, 2015）。因此，如何預防職業倦怠、維護護理師心理健康已成爲社會和醫院普遍關注的重點。 

本研究旨在探討華人地區護理師職業倦怠背後之潛在因素結構，並且以理論驗證爲研究導

向，結合 Asparouhov 與 Muthen（2009）發展之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突破傳統驗證性因素分析在對雙元因子結構進行估計時，經常出現不合理的估

計值的缺陷，冀望能合理完整地探討包括一因子（one factor）、三因子（three factor）、高階因子

（higher-order factor）以及雙元因子（bi-factor）等不同模式對護理師職業倦怠潛在因素結構適配

之程度，並比較探討 CFA 與 ESEM 兩種不同參數估計間的差異，以推論護理師職業倦怠的最適配

潛在因素結構。 
僅針對護理師職業倦怠測量工具、職業倦怠潛在因子結構以及 ESEM 模式等議題，分別整理

文獻如下： 

一、護理師職業倦怠理論構念與常用測量工具 

Maslach 與 Leiter 主張，職業倦怠是一種心理症候群，是個體對工作中所處人際關係的壓力反

應。職業倦怠反應主要分為對工作對象漠不關心、工作效率低落、以及缺乏成就感（Maslach & Leiter, 
2016）。Maslach 職業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簡稱 MBI）乃針對「情緒衰竭」（Emotional 
Exhaution, EE）、「對人冷漠」（Depersonality, DP），以及「個人成就」（Personal Accomplishment, PA）

等三個議題探討職業倦怠心理構念（Maslach, Schaufeli, & Leiter, 2001））。其中，「情緒衰竭」（EE）

主要在於探究個人生理與情緒疲倦狀態，反應職業倦怠的個人心理層面；「對人冷漠」（DP）是指

是否用消極、麻木、冷漠的態度對待服務對象，反應職業倦怠的人際向度；「個人成就」（PA）則

是指個體對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的自我概念與評價。Maslach、Jackson 與 Leiter（1996）主張，MBI
量表中的三個維度需要分開獨立測量，不可簡化合併成為一個總向度整合討論。後續有研究則主

張探討職業倦怠只要保留「情緒衰竭」即可，其他二因子為多餘（Shirom & Ezrachi, 2003）。另有

研究質疑 MBI 三個倦怠因素是否果真完全相互獨立，抑或存在著一個整體性倦怠的可能（Shirom & 
Melamed, 2006）。亦有研究認為，MBI 的操作型定義不夠清晰，三個倦怠維度之間的關係不夠明

確，如果以三個獨立的維度來測量職業倦怠，並無法在構念與測量工具之間找到明確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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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nsen, Borritz, Villadsen, & Christensen, 2005）。還有研究針對 MBI「情緒衰竭」、「對人冷漠」、

「個人成就」等三個因子之間的結構關聯性進行探討，發現三者間存在前後因果關聯性（葉婉榆、

鄭雅文、陳美如、邱文祥，2008；Leiter, 1993）。 

不同的測驗發展反應出量表編製者對倦怠的不同觀點。職業倦怠測量（the Burnout Measure）

（Pines, 1993）是針對工作衰竭所進行的單維度量表，該量表將職業倦怠定義為由於長期處於高情

緒要求的環境所引起的身體、情緒和精神上的疲憊狀態。Shirom 與 Melamed（2006）所發展的職

業倦怠測量（the Shirom-Melamed Burnout Measure），雖然細分出「生理疲勞」（physical fatigue）、

「情緒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認知疲倦」（cognitive weariness），然而此三方面均反應員

工個人的衰竭。哥本哈根職業倦怠量表（the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則將倦怠藉由個人、

工作與案主三種不同本位的疲憊狀態，編製出包含「個人倦怠」（personal burnout）、「工作倦怠」

（work burnout）與「案主倦怠」（patient/client burnout）三個維度，用以測量身、心衰竭（Kristensen 
et al., 2005）。 

Maslach 與 Leiter（2016）主張，雖然不同研究均發現衰竭是職業倦怠的主要元素，但是僅以

衰竭並不能反應出職業倦怠的全貌。相對地，職業倦怠的三維模式同時涵容個人對自我的審視，

以及對工作對象互動的觀察，因此能更明確地將個人工作壓力體現在社會環境中。以 Maslach 與

Leiter 所提出職業倦怠的三維度爲理論基礎，西班牙學者進一步編製了專門針對醫療護理工作的護

理師職業倦怠量表（Nursing Burnout Scale, NBS）（Moreno-Jime´nez, Garrosa, & Gonza´lez-Gutie´rez, 
2000）。該量表的特色在於針對護理師的臨床實務工作經驗編製題項，其中包括臨床護理工作環境

高張力所產生的「情緒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醫療無效所導致的個人「低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以及因為長期倦怠而導致的「對人冷漠」（Depersonality）。唐穎、Eva 
Garrosa、雷玲與梁友信（2007）對 NBS 簡版的題項內容進行中文修訂，編製成中文簡版 NBS。該

量表共包括 12 個題項，分別對應「情緒衰竭」、「低成就感」與「對人冷漠」三個維度。每個分量

表均包含四個題項。宋雙與張立力（2010）對中文簡版 NBS 進行了信、效度分析，NBS 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2，三個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64 至 .86 之間，顯示該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度。該研究以六名專家對每一題項內容與測試目的之間的關聯性進行評分，其內容效度

爲 .91，顯示中文版 NBS 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該研究進一步採用中文版 MBI 作為效標，進行效

標關聯效度檢測，結果發現 NBS 各分量表與 MBI 總量表之間的相關係數介於 .40 至 .85 之間，均

達 .01 顯著水準，顯示中文版 NBS 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 

二、職業倦怠之潛在因子結構 

對於職業倦怠的因子結構探索，雖然若干研究支持職業倦怠符合 Maslach 所提出的三因素模

型（Ádám & Mészáros, 2012; Kalliath & O’Driscoll, 2000; Kanste, Miettunen, & Kyngäs, 2006; 
Richardsen & Martinussen, 2004; Vanheule, Rosseel, & Vlerick, 2007; Worley, Vassar, Wheeler, & 
Barnes, 2008），然而這些研究卻存在以下兩點缺陷：（一）其模式適配度指標大都未達可接受的整

體適配度（Loera, Converso, & Viotti, 2014; Vanheuleet et al., 2007）；（二）多數研究藉由事後模式修

改，例如，開放誤差共變項估計（Hu & Schaufeli, 2009; Ma¨kikan-gas, Hätinen, Kinnunen, & Pekkonen, 
2011）、開放交叉負荷量估計（Langballe, Falkum, Innstrand, & Aasland, 2006; Van Droogenbroeck, 
Spruyt, & Vanroelen, 2014）、或變更各因素所屬題項（Denton, Chaplin, & Wall, 2016）等方式，進而

改善模式適配度，使其達到可接受範圍。 

基於以上研究對職業倦怠因素結構的驗證存在缺失，激發各界持續對職業倦怠潛在因素結構

的探索，進而有研究提出不同主張，其中包括二因素（Brookings, Bolton, Brown, & Mcevoy, 1985）、

四因素（Iwanicki & Schwab, 1981）、甚至五因素（Densten, 2001）結構。以往研究指出，「情緒衰

竭」、「個人成就感」和「對人冷漠」三個向度之間存在顯著相關（Kanste et al., 2006; Loera et al., 2014; 
Mäkikangas et al., 2011）。三個特定因子間存在高相關隱含著在職業倦怠潛在因素可能存在高階因

子（High-order Factor）或雙元因子（Bi-factor）。高階因子模式（Higher-order Factor Model）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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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低階因子聯合形成一個高階因子，低階因子藉由可觀察變項直接測量，高階因子與可觀察變

項之間的關係必須完全透過低階因子的中介效果傳達（McAbee, Oswald, & Connelly, 2014）。 

相對地，雙元因子模式將各題項之共變量拆解爲整體因子（Global Factor）與特定因子（Specific 
Factor）對應各題項的因素負荷。換言之，雙元因子模式主張各題項間的共變量同時受到 G 因子與

S 因子的直接效果影響。以職業倦怠的理論構念而言，雙元因子模式主張的是護理師的職業倦怠是

否同時存在一個影響所有倦怠反應的單維度整體倦怠因子，同時又存在多個特定議題的獨特倦怠

因子。換言之，雙元因子模式探討的是，個體在各個可觀察的倦怠行爲表現除了受到來自「情緒

衰竭」、「低成就感」、「對人冷漠」等特定倦怠因素影響之外，同時也受到「整體性」倦怠情緒的

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在統計上雙元因子模式與高階因子模式二者之間具有相互嵌套關係，Jennrich

和 Bentler（2011）認爲雙元因子模式能够恰當的涵蓋高階因子模式，然而高階因子模式却無法涵

蓋雙元因子模式。雙元因子模式能够將總變異量拆解爲整體因子、特定因子與測量誤差三部分，

能够估計測量的效度，並分別計算整體效應與特殊因子效應在總變異中的比重，從而瞭解整體與

特定因子分別對於測量變項的影響。與高階因子模式相比，雙元因子模式還有統計技術上的優勢，

特別當觀察變項是類別變項時，估計高階因子模式會因為積分維度隨著因子數量的增加而變得異

常複雜。然而，雙元因子模式中的所有觀察變項僅被拆解為「整體」與「特定」兩個因子，估計

的過程僅需要一個二維積分，可以更有效利用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進行參數估

計（Cai,Yang, & Hansen, 2011; Eid, Geiser, Koch, & Heene, 2017）。此外，雙元因子模式除了可以藉

由分析比較各題項對特定因子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直接判斷其作用大小，也可進一步探討各特定

倦怠因子對不同效標變項的預測效果（Chen, West, & Sousa, 2006）。鑒於雙元因子模式的明顯優

勢，近年來行爲科學相關領域學者開始廣泛應用雙元因子模式探討潛在構念的因素結構，例如，

智力（Gignac & Watkins, 2013）、生活品質（Reise, Morizot, & Hays, 2007）、焦慮症（Simms, Grös, 
Watson,& O’Hara, 2008）等方面的研究。 

Mészáros 等人（2014）以及 Hawrot 與 Koniewski（2017）都對職業倦怠進行雙元因子 CFA 分

析，發現職業倦怠不僅包含三個特定倦怠 S 因子，還包括一個整體倦怠 G 因子。然而，Hawrot 與

Koniewski 針對職業倦怠雙因子模式的研究對象是小學教師；而 Mészáros 等人則在未進行組別間

因素恆等性驗證探討前提下，同時混雜對醫生與護理師兩種工作性質截然不同的研究對象。因此，

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的結論是否可以類推至臨床護理師尚需要進一步探討。值得注意的是，儘

管雙元因子模式有諸多優勢，然而在應用 CFA 模式過程中，許多概念和技術上的問題仍然沒有得

到充分的理解（Reise, 2012）。首先，CFA 之雙元因子模式有兩個基本假設：（一）總體因子與特定

因子之間的關係被設定為正交，假定彼此之間完全零相關；（二）各題項除了總體因子與某一特定

因子存在顯著因素負荷量之外，與其他特定因子之間的交叉負荷量必須嚴格遵守為零負荷。然而，

統計方法的研究發現，以上假設往往導致 CFA 所估計的雙元因子參數出現與理論意涵不相符合的

結果（Hyland, 2015; Marsh et al., 2010）。例如，Mészáros 等人發現，「情緒衰竭」S 因子的測量題

項負荷量在應該爲正值的情形下，却出現與倦怠相反方向的負值。由於諸多應用 CFA 模式估計雙

元因子的參數結果均出現了不合理數值，導致應用雙元因子模式解釋心理實徵資料受到質疑（Eid 
et al., 2017）。 

三、結合「驗證」與「探索」雙重功能之 ESEM 模式 

以往學者在具備理論架構下，藉由 CFA 模式設定機制，將潛在因子與測量題項間的關係在分

析之前預先界定，因而 CFA 分析被認為是「理論驅動」的統計分析。藉由 CFA，研究者可以明確

驗證測量理論的結構，考驗潛在因子的恆等性，亦能對構念之間的結構關係進行評估。CFA 背後

的基本假設是：每一題項內容服膺單向度假設，亦即屬於同一構念下的題項，其所建構出的是一

特定單一構念，因此僅對應該特定構念出現因素負荷。相對地，每題項對非其量表編製設計時欲

測量心理構念之因子負荷量（稱爲跨因子負荷量）必須完全為零（McDonald, 1985）。相對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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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因爲不具有先備的理論基礎，除了因子個數必須

事先設定之外，每一題項對所有因子均可以存在因子負荷並被開放估計。雖然研究者可以藉由 EFA
分析對因子結構的多維度特性進行初步探討，然而，EFA 通常因研究者事先缺乏先備理論，也因

此分析結果常常存在樣本依賴的特性，而被研究者批評爲是一種低度類推性的「數據驅動」分析

（Kahn, 2006）。 
長久以來社會行爲研究領域在探討潛在變項結構時，奉 CFA 為統計模式之圭臬，然而，當代

統計方法學者對 CFA 模式在跨因子負荷量的過度嚴苛限制提出質疑（Marsh, Morin, Parker, & Kaur, 
2014）。其中最大爭議在於 CFA 透過嚴格限制所有跨因子負荷量必須爲零，亦即限定特定題項僅能

測量特定潛在因子。然而此一假設常有悖於現實條件。實徵研究者經常發現，多數題項的反應行

爲背後往往同時受到多個心理構念的影響。因此，跨因子負荷量不該絕對為零。Marsh 等人（2014）

進一步指出，即使多數的跨因子負荷量極為接近零，但是仍然不該以 CFA 的模式設定强制將其限

定爲零。若干研究已經陸續證實，强制將跨因子負荷量限定為零會引起參數估計偏差，包括因子

之間的相關係數將會出現虛假膨脹，進而影響研究者評判各因子間的區辨效度，最終對其進行整

體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時，所獲得之結構關係估計都會産生嚴重偏誤（Asparouhov & Muthen, 2009; 
Marsh et al, 2009, 2010）。 

另外，Marsh 的研究發現，當研究者研究的題項與向度衆多時，縱使該量表的理論基礎紮實，

單純使用 CFA 進行關係設定，未經其他事後修訂而進行分析幾乎無法達到可以接受的模式適配標

準（CFI 與 TFI > 0.9; RMSEA < 0.05）（Marsh, 2007）。爲了提升 CFA 的模式適配度，目前常用的

事後修正策略包括删除不好的題項、包裹加總分量表題項分數、或者在題項殘差間進行相關估計。

Browne（2001）則指出 CFA 研究者雖然以「驗證性」為名，卻在其 CFA 模式建構過程中，普遍

地過度應用毫無理論基礎的「事後修訂」，藉以獲得可接受之模式適配指標，在此情形下，CFA 所

發表的分析結果實質上已存在著 EFA「數據驅動」的特性。換言之，過度應用事後修訂的 CFA 已

然成為資料驅使重複修訂的「探索性」分析。 
爲了解決以上 CFA 研究過度應用修訂指標（Modification Index）進行危害構念效度之事後補

救的缺失，Asparouhov 與 Muthen（2009）發展出一套同時結合 CFA、EFA 以及 SEM 三項功能之

「探索性結構方程模式」（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雖然該模式在命名上

使用了「探索性」一詞，但是 Marsh 等人強烈地主張，ESEM 實屬驗證性分析，既根據獨立集群

模型（Independent Cluster Model, ICM）的假設，將每組題項定義成特定因子，又可以允許跨因子

負荷量在盡量趨近於零的範圍內開放自由估計，以解決不合理估計值的問題（Asparouhov & Muthén, 
2009; Marsh et al., 2014）。Marsh 等人（2014）一再強調，ESEM 打破 CFA 不合理的跨因子負荷量

為零的設定，使得跨因子負荷量可以在接近於零的條件下被估計，是更能反應實徵現象的潛在結

構。Morin、Marsh 與 Nagengast（2013）認為，事實上，EFA、CFA 與 SEM 都是 ESEM 的特例。

可以藉由 ESEM 之目標轉軸（Target Rotation）的旋轉方式，事前將其理論所論述之因子與題項間

的結構關係，在執行 ESEM 分析之前，即明確設定清楚。換言之，ESEM 事實上具備更多的驗證

性特質，而非其命名的「探索性」。不僅如此，ESEM 功能强大，除了可以進行所有傳統 SEM 模

式的分析之外，也可以提供研究者關於模型的適配指標、誤差相關、與其他變項之間的關係等在

特定理論基礎之下想要探討之參數的估計（Asparouhov & Muthen, 2009）。Marsh 等人指出，ESEM
可以執行所有 CFA 所能執行的功能，諸如，控制測量誤差條件下潛在構念間的預測關係、測量誤

差間相關係數估計、對測量誤差間之共變矩陣進行複雜分析、跨組別或跨情境之測量恆等、多特

質多方法（MTMM）分析、雙元因子模式等，以上都是在 EFA 下無法執行的分析，因此錯誤理解

其命名而過度迴避使用 ESEM 方法而堅持使用 CFA 卻濫用事後修正反而是本末倒置。 

四、研究目標 

綜上所述，職業倦怠的構念存在三維論與一維論之爭，不同的理論建構不同測量工具，持三

維論的學者主張分別計算各因子分數而不計算總量表分數，來反應受試者職業倦怠的狀況。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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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研究採用 CFA 的方式進行構念效度檢定，但 CFA 對於交叉負荷量嚴格的限定有諸多不合理之

處。因此，本研究目標有二：其一，利用新興發展的目標轉軸法，以全新 ESEM 模式，針對華人

文化下護理人員職業倦怠模式進行探討，試圖釐清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之結構。其二，通過不同

模式比較 ESEM 與 CFA 之參數估計值與模式適配度差異。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別從江蘇省南京市選出三所省級醫院、從蘇南無錫、蘇

州各選出一所市級醫院、以及從蘇北的宿遷市選出兩所縣級醫院，隨機抽取不同科室的護理師進

行調查。從 546 名研究參與者中，共回收問卷 541 份，對所有問卷進行仔細檢核，剔除三分之一

題項未填答者，並剔除有明顯偏向填答之無效問卷，共得有效問卷 523 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爲

95.8%。523 名受試者中，南京地區護理師 211 名，蘇南地區護理師 189 名，蘇北地區護理師 123
名。97.5%的受試者爲女性，這與臨床護理工作中男護理師稀少有關。在所有受試者中有 44.6%的

護理師學歷為專科，54.5%的護理師具有大學文憑，僅有 5 名護理師具有碩士學歷。20-30 歲年齡

段的護理師佔 63.1%，30-40 歲年齡段的護理師佔 27.9%，40-60 歲年齡段的護理師則僅佔 9.0%。

76.5%的護理師來自三級甲等醫院，23.5%的護理師來自二級甲等醫院。護理工作年資小於 5 年的

佔 44.6%，工作 5-10 年的佔 27.5%，工作 10 年以上的佔 27.9%（表 1）。 

表 1 護理師基本資訊（N = 523） 
向度    人數  百分比 向度   人數  百分比 

區域 
南京地區 211 40.3% 

年齡 
30-40 146 27.9% 

蘇南地區 189 36.1% 40-60 047 09.0% 
蘇北地區 123 23.5% 20-30 330 63.1% 

性別 
男 013 02.5% 醫院 

性質 
三甲 400 76.5% 

女 510 97.5% 二甲 123 23.5% 

學歷 

專科 233 44.6% 
年資 

< 5年 233 44.6% 
大學 285 54.5% 5-10年 144 27.5% 
碩士 005 01.0% > 10年 146 27.9% 

註：據中國大陸《醫院分級管理辦法》將醫院分成三級，三甲是醫院最高級別，二甲處於中間級別。 

二、研究工具 

因本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的臨床護理師，因而應用唐穎等人（2007）修訂，專門針對臨床護

理人員的護理師職業倦怠量表（Nursing Burnout Scale, NBS）中文簡版作爲測量工具，「情緒衰竭」、

「對人冷漠」及「低成就感」每個向度包含四個題項（表 2）。NBS 量表採用李克特氏四點計分量

尺，其中，0 代表完全不同意，1 代表基本不同意，2 代表基本同意，3 代表完全同意。在本研究

中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8，「情緒衰竭」、「對人冷漠」、「低成就感」的 Cronbach’s α 係

數則分別為 .82、.75 與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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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護理師職業倦怠因子及其對應題項 
題項 情緒衰竭（EE） 低成就感（PA） 對人冷漠（DP） 

1 工作中我經常心力交瘁 沒有人關心我，我好像成了

所有人的僕人 
我想我對病人正在慢慢變冷漠 

2 
我對工作感到十分厭倦 我感到我的工作沒有意義 

當情況沒有改善，我往往快速護

理完病人後就避免和他們接觸 
3 醫院裏每天工作對我都是一

個負擔 
我感到我的自尊已經降到了

最低點 
我盡量避免與病人家屬接觸，不

願意與他們進行人性化的溝通 
4 一天工作之後，我感到精疲

力盡 
我覺得自己毫無用處 

病人有什麽困難，我從來不管，

就當他們不存在 

三、建構護理師職業倦怠之模式 

本研究分別建構護理師職業倦怠一因子 CFA、三因子 CFA 與 ESEM、二階三因子 CFA、以及

雙元三因子 CFA 與 ESEM 共六個模式，研究假設如下：三因子優於一因子模式，雙元模式優於二

階模式，根據適配度的檢驗如果假設成立，則後續統計旨在對護理師職業倦怠三因子 CFA 及 ESEM
模式與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三因子 CFA 及 ESEM 模式（見圖 1）的優劣進行比較。圖 1 上端的 CFA
與 ESEM 模式中，情緒、成就與冷漠分別指「情緒衰竭」、「低成就感」與「對人冷漠」三個內容

特定職業倦怠因子，而雙元三因子模式中的 G 代表的是不分特定議題的整體性職業倦怠因子。 

 

   

   

圖 1 護理師職業倦怠三因子與雙元因子 CFA 與 ESEM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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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過程 

應用問卷調查法，採用集體施測的方式，以醫院不同科別爲單位，由受過專業培訓的研究者

統一說明指導語，集中發放問卷進行施測。發放問卷時向研究參與者詳細說明研究目的、意義和

填寫方法，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願意參與本研究之護理師以不記名方式獨立完成調查問卷，現

場回收。 
以 Mplus 8.1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使用 CFA 與（或）ESEM 對四種職業倦怠因子結構進行分

析並比較不同模式的適配度以及不同模式潛在構念對華人護理師職業倦怠的解釋性。所有模型均

以強韌最大概似法（Robust Maximum Likelihood, MLR）進行估計。CFA 模型根據 ICM 假設，不

同的題項分屬不同的因子，所有交叉負荷量被限定為 0。ESEM 各題項在特定因子上的因子負荷能

夠被自由估計之外，開放交叉因子負荷量盡可能接近零的範圍內估計。 

五、資料處理 

在資料準備階段，研究者對原始資料進行初步檢定，通過偏度係數（Skewness）與峰度係數

（Kurtosis）進行觀察資料的常態性檢定。結果顯示，所有題項對應之偏度係數絕對值均小於 1；

除了「病人有什麼困難，我從來不管，就當他們不存在」之峰度為 5.22，以及「沒有人關心我，

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僕人」之峰度為-1.04 之外，其他十題對應之峰度係數絕對值均小於 1，可認

定觀察資料為常態分配。符合應用強韌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 
本研究同時採用絕對適配（Absolute Fit）與相對適配（Relative Fit）指標來考驗模式的適配度。

從整體適配度指標中選取五個常用適配度指標（McDonald & Ho, 2002），分別為卡方值（Chi-square, 
χ2）、均方根近似誤（Root-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標準化殘差均方根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比較適配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與 Tucker-Lewis 指標（Tucker-Lewis Index, TLI）等。 

其中，χ2、RMSEA 以及 SRMR 爲負向適配度指標（Badness-of-fit Indices）。在判定模式適配

的準則上，因爲卡方值容易受到樣本數及模式複雜度等因素的影響，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則校

正了因樣本量的變化所造成的對卡方值的影響，用以做爲模式適配度的評量更恰當。當此比值小

於 2 時，表示該模式有良好的適配度，而比值小於 3，仍在可接受範圍內。當 RMSEA 數值小於 .05
時，表示模式具有良好適配，而當數值介於 .05 - .08 之間時，表示模式具有合理適配，可接受 .08
為該指標之上限（黃芳銘，2007）。SRMR 的值越小表示模式適配度越佳，低於 .05 為佳，小於 .08
爲模型可接受（Hu & Bentler, 1999）。CFI 與 TLI 爲正向模式適配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ices），

數值越大表示模式適配度越佳，CFI 及 TLI 指標值大於 .90 時，顯示模式具有良好適配（余民寧，

2006；黃芳銘，2007）。相對適配度指標則選用 AIC、BIC、ABIC，這三個指標爲評價巢套模式適

配性的相對指標，沒有絕對標準，由相對大小來决定模式的適配性，AIC、BIC、ABIC 越小，顯

示模式越適配。 
本研究通過測量四種類型的係數來反應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的內部一致性。

代表由整體因子及全部特定因子共同影響觀測變項的變異，通過整體與特定因子變異總和估計量

表的信度，反應量表的總體信度；H 為整體因子的信度，例如，職業倦怠之H 為移除「對人冷漠」、

「情緒衰竭」、「低成就感」三個特定因子所引起的變異後，職業倦怠 G 因子在觀察變項上的變異

佔總變異之比例；S 代表某一特定因子與對應整體因子對觀察變項影響之變異總和在分量表觀察

變項總變異中所佔比例，代表分量表的信度，例如，「對人冷漠」因子的S 代表特定「對人冷漠」

因子的變異量與該分量表題項在對應整體因子上的變異總和在「對人冷漠」分量表題項總變異中

的比例；HS 代表移除分量表題項對應整體因子的變異後的特定因子的信度，通過它有利於判斷該

特定因子被觀察變量解釋的概率，例如，「對人冷漠」因子的HS 代表移除總體倦怠因子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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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特定因子「對人冷漠」所引起的變異在「對人冷漠」分量表的總變異中所佔的比例（Brunner, 
Nagy, & Wilhelm, 2012; Rodriguez, Reise, & Haviland, 2016）。 

結果 

一、潛在因素結構探討 

本研究選定「一因子」、「三因子」、「二階三因子」、「雙元三因子」四種因素結構對護理人員

職業倦怠實徵資料模式的適配性進行分析。首先，研究者以 CFA 設定方式進行分析，其後，再進

一步針對「三因子」、「雙元三因子」模式以 ESEM 設定方式進行資料分析，各模式適配性的絕對

指標參見表 3。 
從傳統絕對適配度指標而論，四個 CFA 模式的絕對適配度指標均未達到可接受的閾值。一因

子與三因子 CFA、二階三因子與雙元三因子 CFA 模式分別互爲巢套模型，可以應用 Δχ2 比較巢套

模型的適配度（Asparouhov & Muth´en, 2006），有研究者提出 Δχ2 易受樣本量的影響，因而推薦應

用 CFI 與 RMSEA 的變化情况作爲評量巢套模式適配度優劣的指標（Chen, 2007），當 CFI 增加超

過 .01，或者 RMSEA 值減少超過 .015，顯示模式適配度有顯著變化。比較一因子 CFA 與三因子

CFA，其 Δχ2（4）= 256.695，ΔRMSEA = .035，ΔCFI = .128，均大於臨界值，代表三因子 CFA 優

於單因子 CFA 模式，亦即護理人員職業倦怠存在「情緒衰竭」、「低成就感」與「對人冷漠」三個

特定倦怠的面向。 
對護理師職業倦怠各個特定因子之間的關係進行 Pearson 相關檢驗發現，三個特定因子之間相

關係數均在 .01 水平達顯著，其中「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71，「對人冷

漠」與「低成就感」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56，「情緒衰竭」與「對人冷漠」之間的相關係數為 .47，

特定因子間存在高相關隱含著在職業倦怠潛在結構中可能存在高階因子或雙元因子。比較二階三

因子模式與雙元三因子模式發現，Δχ2（11）= 112.048，ΔCFI = .052 也均大於臨界值，雖 ΔRMSEA 
= .006，未達 .015 水平，仍可判斷雙元三因子 CFA 模式優於二階三因子 CFA 模式，代表護理人員

職業倦怠除了受到「情緒衰竭」、「低成就感」與「對人冷漠」等構念影響之外，還同時受到整體

性的倦怠感影響。 
應用 ESEM 方式對三因子、雙元三因子模式進行估計時，雙元三因子 ESEM 模式的 CFI = .99，

TLI = .96，RMSEA = .05，SRMR = .02，χ2/df = 2.25 所有指標均達可接受範圍。相對地，雖然三因

子模式的大部分適配指標尚可接受，然而雙元因子 ESEM 與三因子 ESEM 相比較，Δχ2（9）= 63.981 
，ΔCFI = .044，ΔRMSEA = .021，代表雙元因子 ESEM 模式藉由開放對 G 因素的因素負荷參數估

計後，明顯優於三因子 ESEM 模式，進一步驗證護理人員職業倦怠確實存在一個整體性的倦怠感

因子。 

表 3 一因子、三因子、二階三因子以及雙元因子模式絕對適配性指標 
模式 Df χ2 χ2/df RMSEA SRMR CFI TLI 

一因子 CFA 55 558.87 10.16 0.13 0.19 0.75 0.69 
三因子 CFA 51 302.18 5.93 0.10 0.07 0.87 0.84 
二階三因子 CFA 52 393.37 7.56 0.11 0.18 0.83 0.78 
雙元三因子 CFA 41 280.96 6.85 0.11 0.21 0.88 0.81 
三因子 ESEM 33 118.06 3.58 0.07 0.03 0.96 0.91 
雙元三因子 ESEM 24 54.08 2.25 0.05 0.02 0.99 0.96 

 



216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進一步從相對適配指標發現（參見表 4），以 CFA 而言，雙元三因子模式的適配指標 AIC = 
14088.40、ABIC = 14141.58，其數值最低，為四者間之最佳適配模式，其次是三因子模式（AIC = 
14100.90、ABIC = 14143.23）。雙元三因子模式的 BIC = 14297.12 則較三因子模式的 BIC = 14267.02
為高，換言之，BIC 指標與其他二指標的結果互相衝突。值得注意的是，從 ESEM 適配結果發現，

無論是三因子或者雙元三因子模式的相對適配指標，都比起 CFA 設定表現出明顯的下降，其中，

雙元三因子的 AIC = 13823.67、BIC = 14104.80、ABIC = 13895.30 一致性地顯示出低於三因子模式

的三個指標。藉由 ESEM 一致性的指標結果，以及先前絕對適配指標的支持，顯示華人護理師職

業倦怠構念屬於雙元三因子結構，此一結果與以往研究發現一致（Hawrot & Koniewski, 2017; 
Mészáros et al., 2014）。另外，藉由 ESEM 設定估計下的特定模式適配度指標均明顯小於相對應的

CFA 設定估計下的適配值，顯示 ESEM 開放跨因子負荷估計後，比起 CFA 限定跨因子負荷值為零

時，顯著地提升整體模式適配性。 

表 4 一因子、三因子、二階三因子以及雙元因子模式相對適配性指標 
模式 AIC BIC ABIC 

一因子 CFA 14454.94 14604.03 14492.93 
三因子 CFA 14100.90 14267.02 14143.23 
二階三因子 CFA 14215.61 14377.49 14256.86 
雙元三因子 CFA 14088.40 14297.12 14141.58 
三因子 ESEM 13892.15 14134.95 13954.02 
雙元三因子 ESEM 13823.67 14104.80 13895.30 

二、CFA 與 ESEM 三因子模式之因素負荷比較 

本研究進一步藉由因素負荷比較 ESEM 與 CFA 估計的合理性。表 5 為三因子 CFA 與 ESEM
模式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根據獨立集群模型（Independent Cluster Model, ICM）假設，護理師職

業倦怠的不同題項分別測量其所屬之特定因子，而對非特定因素之交叉負荷量被嚴格限定為 0。在

CFA 模式中，分屬「對人冷漠」四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1- .74 之間；分屬「低成就感」四題

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6- .81 之間；分屬「情緒衰竭」各個題項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62- .86 之間。

所有題項在特定因子上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5，顯示 NBS 量表中各題項的意涵與特定因子

之構念定義一致，進一步驗證了護理師職業倦怠特定因子的存在。ESEM 模式開放了交叉負荷量

的估計，三因子 ESEM 模式中，除了 EE1 與 EE4 兩題項在特定因子上的因素負荷量比 CFA 模式

略有提升，其他十個題項在 ESEM 模式中所對應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量均小於 CFA 模式中對應之

因素負荷量。分屬「對人冷漠」的四個題項在特定因子上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40- .58 間，均達 .001
水平顯著。其中，DP1、DP2、DP3 三題項在「情緒衰竭」上之交叉因素負荷量介於 .12- .42 間，

DP3 與 DP4 在「低成就感」上的交叉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17 與 .16，均在 .001 水平達顯著。分屬

「低成就感」四題項在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30- .40 間，達 .001 水平顯著，全部四題項在

「對人冷漠」上之交叉因素負荷量介於 .18- .32 間，PA1、PA2 與 PA3 在「情緒衰竭」上的交叉負

荷量介於 .21- .26 間，在 .001 水平達顯著。分屬「情緒衰竭」的四題項在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量

介於 .55- .66 間，達 .001 水平顯著，其中 EE1 在「對人冷漠」上之交叉因素負荷量為 .23，EE2
與 EE3 在「低成就感」上之交叉因素負荷量分別為 .41 與 .39，均在 .001 水平達顯著。 

綜上述，當開放對交叉負荷量的估計後，除了 EE4 之外，其他所有 11 題項在非特定因子上形

成 15 個交叉因素負荷量均在 .001 水平達顯著，11 個交叉負荷量在 .20 以上，甚至高達 .42，顯

示護理師職業倦怠三因子 CFA 模式嚴格限製交叉負荷量為 0 與實際不相符。換言之，護理師職業

倦怠三特定因子之間並非正交關係。較高交叉負荷量的存在進一步說明護理師職業倦怠高階層因

子的存在（Hawrot & Koniewski, 2017）。不過鑒於宋雙與張立力（2010）在對中文版 NBS 進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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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檢定時並未進行 EFA 與 CFA 檢定，因而不能排除中文簡版 NBS 在中國大陸地區應用時存在

不同維度題項間區分度不夠之現象。 

表 5 三因子 CFA 模式與三因子 ESEM 模式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因子 

題項 
三因子CFA 三因子ESEM 

DP PA EE DP PA EE 
EE1 .00*** .00*** .59*** .23*** .04*** .63*** 
EE2 .00*** .00*** .83*** .17*** .41*** .65*** 
EE3 .00*** .00*** .86*** .18*** .39*** .55*** 
EE4 .00*** .00*** .62*** .06*** .11*** .66*** 
DP1 .69*** .00*** .00*** .49*** .10*** .42*** 
DP2 .71*** .00*** .00*** .60*** .03*** .26*** 
DP3 .74*** .00*** .00*** .58*** .17*** .12*** 
DP4 .51*** .00*** .00*** .40*** .16*** .07*** 
PA1 .00*** .60*** .00*** .30*** .37*** .26*** 
PA2 .00*** .79*** .00*** .18*** .40*** .24*** 
PA3 .00*** .81*** .00*** .21*** .37*** .21*** 
PA4 .00*** .56*** .00*** .32*** .30*** .10*** 

***p < .001. 

三、CFA 與 ESEM 雙元因子模式之因素負荷比較 

本研究進一步藉由檢視各題項因素負荷量，探究華人護理師在職業倦怠各因素之實務內涵，

並在統計方法上針對 CFA 與 ESEM 的參數估計值的合理性進行評估比較。表 6 為雙元三因子 CFA
模式與 ESEM 模式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首先比對整體 G 因子的因素負荷量發現，無論是 CFA 還

是 ESEM，NBS 所有題項都呈現顯著的因素負荷量。在 CFA 模式中，十二個題項在整體職業倦怠

因子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31- .90 之間，相對地 ESEM 模式估計值略低於 CFA，介於 .21- .75 之間，

而且也都維持顯著。代表無論是限定交叉因素或者不限定交叉因素，護理師在其醫療工作上確實

具備整體性的心理倦怠因素。 
針對「對人冷漠」因子的因素負荷量比較後發現，所有題項，包括「DP1：我想我對病人正在

慢慢變冷漠」、「DP2：當情況沒有改善，我往往快速護理完病人後就避免和他們接觸」、「DP3：我

盡量避免與病人家屬接觸，不願意與他們進行人性化的溝通」、「DP4：病人有什麽困難，我從來不

管，就當他們不存在」，無論是使用 CFA 或者 ESEM，其因素負荷量估計值都在 .001 水平達顯著。

從統計方法上比較，雖然 CFA 與 ESEM 之間的估計數值有些許差異，但是二者之間互有增減，且

增減幅度較小，DP2、DP3、DP4 在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始終在 .50 以上，DP1 在 CFA 與 ESEM
模式中的因素負荷量則分別為 .38 與 .31。代表除了整體倦怠感因子之外，「對人冷漠」是一個穩

定的特定倦怠因子。在 ESEM 模式中，分屬「低成就感」第四題「我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在「對

人冷漠」因子上的交叉因素負荷量為 .21，達 .001 水平顯著。ESEM 的結果揭示，護理人員在醫

療工作上面對病患與家屬的冷漠背後，隱含著醫護人員在醫療過程中覺得自己毫無用處的挫敗與

無力感。 
針對「低成就感」因素的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量估計，ESEM 表現明顯優於 CFA。當使用 CFA

分析時，四題用來測量「低成就感」的題項僅有「PA1：沒有人關心我，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僕人」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爲 .64，達統計顯著，剩餘其他三個題項皆不顯著。顯示 CFA 分析下的「低成

就感」似乎是關於個人是否受到平等合理對待的一種心理反應。反觀 ESEM 的估計結果，原本 NBS
理論界定的「PA2：我感到我的工作沒有意義」、「PA3：我感到我的自尊已經降到了最低點」與「PA4：
我覺得自己毫無用處」在特定因子之負荷量都達顯著，而原本 NBS 界定的 PA1 則不再隸屬於 ESEM
的「低成就感」。此外分屬「情緒衰竭」之「EE1：我經常心力交瘁」與「EE3：醫院裏每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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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都是一個負擔」在「低成就感」的交叉負荷量分別為 .22 與 .25，均在 .001 水平達顯著。ESEM
的分析結果揭示，華人護理人員的「低成就感」心理因素主要反應個體對自我在醫療過程的功能

期許，因此除了工作意義、自尊與自我價值的內涵之外，還包括了因為看不到對病患產生醫療成

效後的「心力交瘁」，後續進一步引發對醫療工作本身的無效而感到沉重的「負擔」。 
最後，針對「情緒衰竭」部分，CFA 的因素負荷顯示，NBS 的「情緒衰竭」四個題項中的「EE1：

工作中，我經常心力交瘁」（特定因素負荷量為 .78）與「EE4：一天工作之後，我感到精疲力盡」

（特定因素負荷量為 .16）達到顯著，「EE2：我對工作感到十分厭倦」的特定因素負荷量不顯著，

「EE3：醫院裏每天工作對我都是一個負擔」則出現負的特定因素負荷量的不合理現象。相對地，

ESEM 的因素負荷量估計則指出，華人護理人員的「情緒衰竭」主要內涵在於「EE2：我對工作感

到十分厭倦」（特定因素負荷量為 .57）與「EE3：醫院裏每天工作對我都是一個負擔」（特定因素

負荷量為 .33），原本屬於「低成就感」的「PA1：沒有人關心我，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僕人」以

及「PA2：我感到我的工作沒有意義」在「情緒衰竭」因子之交叉負荷量分別為 .23 與 .24，均達 .001
水平顯著。本研究發現，ESEM 所揭示的華人護理人員的「情緒衰竭」除了 NBS 指出的對工作的

「厭煩感」與「負擔感」之外，另外還有被單純當成勞役僕人的「不被重視感」與「工作無意義

感」等合併的衰竭感受。 
本研究雙元三因子模式之總量表的為 .92，總量表中衡量整體因子變異量的H 值為 .81，H

與的比值為 88%，代表在職業倦怠原始總分的所有可靠變異中 88%由 G 因子引起，僅有 12%的

原始總分的可靠變異由三個特定因子共同引起，因而，原始總分能從本質上反應職業倦怠整體因

子。「情緒衰竭」、「對人冷漠」與「低成就感」三個分量表的S 的值分別為 .87、.80 與 .82。「情

緒衰竭」、「對人冷漠」與「低成就感」三個特定因子的HS 值分別為 .10、.45 與 .15，HS 與S 的

比值分別為 11.5%（EE）、56.3%（DP）、18.3%（PA），代表「情緒衰竭」、「對人冷漠」與「低成

就感」三個分量表因子分的可靠變異量分別由三個特定因子引起的的比例，相對應地三個分量表

因子分的可靠變異量由整體因子引發所佔之比例分別為 88.5（EE）、43.7%（DP）以及 81.7%（PA）。 

表 6 雙元因子 CFA 與雙元因子 ESEM 模式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因子 

題項 
雙元因子CFA 雙元因子ESEM 

G DP PA EE G DP PA EE 
EE1 .78*** .00*** .00*** .78*** .69*** -.03*** .22*** .03***

EE2 .84*** .00*** .00*** .07*** .72*** .00*** .04*** .57***

EE3 .90*** .00*** .00*** - .03*** .73*** .02*** .25*** .33***

EE4 .73*** .00*** .00*** .16*** .67*** .20*** -.05*** .01***

DP1 .64*** .38*** .00*** .00*** .62*** .31*** -.06*** .00***

DP2 .51*** .55*** .00*** .00*** .49*** .50*** .13*** -.01***

DP3 .54*** .60*** .00*** .00*** .45*** .63*** .07*** .02***

DP4 .31*** .52*** .00*** .00*** .21*** .61*** .12*** -.03***

PA1 .69*** .00*** .64*** .00*** .71*** .09*** .03*** .23***

PA2 .85*** .00*** - .07*** .00*** .65*** .05*** .44*** .24***

PA3 .84*** .00*** .09*** .00*** .75*** .06*** .36*** .03***

PA4 .50*** .00*** .14*** .00*** .38*** .21*** .34*** -.10***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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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NBS 三因子模式與雙元因子模式之比較 
Maslach 等人（1996）提出職業倦怠的三因素模式時主張，職業倦怠存在三個相互獨立的向度，

該模式以「情緒衰竭」、「低成就感」、「對人冷漠」三個因子從不同方面獨立解釋職業倦怠現象，

並強調通過計算量表總分的方式評估職業倦怠的方式並不恰當。自此往後二十餘年時間，關於職

業倦怠結構的三因子模式已然成為主流。然而，以往諸多關於職業倦怠因素結構的研究都需要通

過删除題項、在不同的分量表之間變換題項、接受誤差項存在相關等方式進行模式修正，整體模

式適配度才可達到可接受的範圍（Langballe, Falkum, Innstrand, & Aasland, 2006; Mäkikangas et al., 
2011; Van Droogenbroeck et al., 2014）。還有一些研究是通過合併或拆解職業倦怠的向度進行因素結

構修正後，以獲取可接受的模式適配度（Denton, Chaphn, & Wall, 2016; Pisanti, Lombardo, Lucidi, 
Violoni, & Lazzari, 2013）。雖然模式經過修正後能達到可接受的適配度，然而這些研究者並未提供

修正相對應的理論依據，這些修正也從不同方面影響了模式理論構念的一致性。本研究之 CFA 與

ESEM 分析結果卻並未支持職業倦怠斜交三因子模式，而是主張除了三個特定倦怠因子之外，另

外存在一個整體性倦怠的雙元三因子模式才是最佳護理師職業倦怠之構念。 
本研究發現，無論三因子 CFA 還是 ESEM 模式，各個特定因子所對應之題項在該因子上的因

素負荷量均達顯著，但是在三因子 ESEM 模式中，當開放交叉負荷量的估計後，大部分題項在非

特定因子上的交叉負荷量也達到了顯著水平，進一步證實了 CFA 過度限制交叉負荷量與實際狀况

是不相符合的。另外從模式適配度而論，當 ESEM 放開交叉負荷量的估計後，整體模式適配度也

由原來不合標準的低適配度轉爲符合適配標準的高適配度。顯示 CFA 忽略題項與非目標因子之間

的關係會導致模式適配指標的明顯下降（Marsh, Wen, & Hau, 2004）。值得注意的是，交叉負荷的

存在並非否定原構念的存在，而是反應出在不同文化與情境下，原構念對於與其概念相關的其他

構念測量題項的融合。本研究發現，當交叉負荷量存在時，ESEM 確實可以為潛在因素之相關係

數提供更真實的估計（Asparouhov &Muthén, 2009; Morin, Arens, & Marsh, 2016; Sass & Schmitt, 
2010）。 

三因子 CFA 模式符合 Maslach 等人（1996）提出的職業倦怠三因子理論，研究發現在嚴格限

制交叉負荷量爲 0 的情況下，各個題項在特定因子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50 與 .90 之間，在 .001 水

平達顯著，符合 Schermelleh-Engel、Moosbrugger 和 Muller（2003）對於良好基本適配度的標準，

然而此模式各項整體適配度指標均未達標。三因子 ESEM 模式除了卡方自由度比之外，其他四個

整體適配度指標均達到了適配標準，顯示開放了對交叉負荷量的估計後，各題項在特定因子之因

素負荷量在 .001 水平達顯著，大部分題項在非特定因子之交叉因素負荷量達到了 .001 水平顯著，

甚至高達 .42，一方面顯示 ESEM 模式解除了對 CFA 模式的過度限制後，其產生的估計結果更為

合理；另一方面顯示三個特定因子之間彼此關聯，較高交叉負荷量的存在預示著高階因子的存在

（Worley et al., 2008）。 
本研究結果可見，雙元三因子 ESEM 模式在開放各題項之跨因子負荷量的估計，其産生的估

計結果更爲合理。與雙元三因子 CFA 模式相比，雙元三因子 ESEM 模式無論絕對適配度指標，或

相對適配度指標，均展現較佳的適配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 CFA 分析中，「低成就感」所對應題

項之因素負荷量僅有一題因素負荷量達顯著，而在 ESEM 模式，「低成就感」則有三題達顯著水平。 
在雙元因子 ESEM 模式中，無論 NBS 總量表，還是其三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均很高，顯示

無論 NBS 總量表，還是三個分量表的信度均較高。在 NBS 量表的總分的可靠變異中，88%由護理

師職業倦怠 G 因子引起，與以往研究結果保持一致（Hawrot & Koniewski, 2017; Szigeti, Balázs, 
Bikfalvi, & Urbán, 2016），應用 NBS 總分可以有效測量不同護理師的職業倦怠整體狀況。目前尚無

HS 統一的切截值，Reise、Bonifay 與 Haviland（2013）提出了較為嚴苛的HS/S 比值的切截值，

認為HS/S 最少應達到 .50，最好接近 .75，方可認為分量表的得分能夠被特定因子解釋；Szig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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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2016）則將HS/S 的切截值界定為更寬容的 .2，即分量表因子分的變異至少有 20%由特定

因子變異所致才能認定分量表各題項之總分代表特定因子之意涵，否則分量表各題項總分仍然代

表整體因子。本研究中，護理師職業倦怠「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兩分量表之HS/S 均低於

20%，顯示這兩個分量表的觀察變異量只有少部分由對應之特定因子造成，大部分變異由護理師職

業倦怠整體因子造成，因此，計算此兩分量表因子分無法代表「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特定

因子。「對人冷漠」分量表的HS/S 超過了 .50，顯示「對人冷漠」分量表的因子分有 56.3%的觀

察變異量由「對人冷漠」特定因子造成，該分量表的因子分可反應護理師「對人冷漠」的狀況。 
雙元因子模式將總因素負荷量拆解為各題項對整體因子的負荷以及對各個特定因子的負荷，

直接估計題項與特定因子以及整體因子之間的關係。在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中，每一個

題項既用於定義某一特定因子，也用於定義整體因子，不僅可以揭示特定因子的存在，同時有利

於探索整體因子的存在（Patrick, Hicks, Nichol, & Krueger, 2007）。護理師職業倦怠整體因子的發現

挑戰了既往關於職業倦怠是由「情緒衰竭」、「對人冷漠」、「低成就感」三個獨立向度組成的論述，

顯示職業倦怠三個面向並非完全獨立，雙元因子模式開啓了用不同方式描述「情緒衰竭」、「對人

冷漠」、「低成就感」三個面向之間的關係。無論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 CFA 還是 ESEM 模式，

所有題項在總因子上之因素負荷量均在 .01 水平達顯著，且在整體職業倦怠量表總得分中職業倦

怠整體因子能够解釋相當大比例的變異量，這均顯示整體職業倦怠維度在護理師職業倦怠中有著

重要意涵，驗證了整體職業倦怠因子的存在。 
無論雙元因子 CFA 還是 ESEM 模式中，「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兩因子均有題項在對應

特定因子上因素負荷量達不顯著現象，且「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兩特定因子造成對應觀測

題項之變異比率均較低，大部分變異由職業倦怠整體因子所貢獻，顯示在此兩分量表，對應的題

項僅反應職業倦怠整體因子，而非特定因子，進一步挑戰了既有的三因子結構模式。本研究結果

呼應了西方學者在不同文化、不同職業的樣本中對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的驗證（Hawrot 
&Koniewski., 2017; Mészáros et al., 2014）。 

（二）NBS 雙元因子 ESEM 模式與雙元因子 CFA 模式之比較 

本研究首次以雙元因子 ESEM 統計分析方法對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量表因素結構進行評估，

突破了以往僅僅應用 CFA 對職業倦怠雙元因子模式進行探索的限制。毫無疑問地，CFA 對心理測

量的影響在於鼓勵研究人員開發出更多先驗精確和簡約的潛在構念（Morin, Marsh, & Nagengast, 
2013），然而，CFA 所主張的獨立集群，並嚴格地限定各題項與非目標因子之間的交叉負荷量必定

爲零，進而構建出完美的單向度，如此過度單純且理想化的構念結構，在實務場域中往往不合情

理且難以實現（Marsh et al., 2010）。以往研究者偏頗地認為驗證性統計方法在探討因素結構上優於

探索性統計法，以爲只有在沒有理論假設的情况下才會被迫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卻完全忽略 CFA
不容許跨因素負荷量被自由估計極可能違反現實條件所造成的威脅。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實徵研

究發現，嚴格限制交叉負荷量必須爲零的條件嚴重違背實際情境。實徵研究發現，鮮少受試者在

對某題項進行反應的背後，其反應心向僅僅與特定心理構念連結，而與其他心理構念毫無關係

（Guay, Morin, Litalien, Valois, & Vallerand, 2015; Marsh et al., 2014; Morin, Arens, & Marsh, 2016）。 

ESEM 模式將 EFA 與 SEM 整合在單一模式框架之下，在保留原本 CFA 因素結構下，開放交

叉負荷量，以解決 CFA 模式由於過度限制交叉負荷量而造成因子之間相關係數的偏差。ESEM 的

另一優勢在於它雖然同時開放對所有交叉負荷量的估計，但每次仍僅應用一個交叉負荷量來計算

修正指標（Morin & Maïano, 2011）。雙元 ESEM 模式一方面能够對各個題項與各個具體構念之間

的關係進行檢測，同時也能够測量各個題項與整體因子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又能夠解除跨因素

負荷量爲零的限制，而使其得以自由估計。開放對交叉負荷量的自由估計可以更準確的描述潛在

構念之間存在的真實相關性，在多維度量表中，潛在結構的意涵受到他們與其他結構的關係影響，

自由開放對交叉負荷量的估計有利於更確切的描述潛在因子的關係，有利於對因素結構作出更精

確的估計（Asparouhov, Muthén, & Morin, 2015）。本研究所探討的六個因素結構模式中，以雙元因

子 ESEM 模式的適配度最佳，且無論是絕對或相對適配指標，其各項適配度指數均顯示雙元因子

ESEM 模式具備良好適配，顯示從模式適配角度出發，ESEM 確實是一較理想之估計方式。 
ESEM 模式藉由開放跨因素負荷量的估計，提供了優於 CFA 模式的對因子間關係的估計

（Asparouhov et al., 2015），為研究者提供重新檢視其因素結構內涵的嶄新契機。研究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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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元因子 CFA 模式强迫交叉因素負荷量絕對爲零，漠視了其他因子對於與之相關某特定因子題項

間潛在真實關聯的探討，從而導致雙元因子 CFA 模式的研究結果出現不合理之現象（Eid et al., 
2017），在對醫護人員職業倦怠模式的研究中，也出現情緒衰竭對應之觀測題項在對應特定因子上

的因素負荷量，在期待爲正值的情形下却出現與倦怠相反方向的負值之不合理現象（Mészáros et al., 
2014）。ESEM 通過開放交叉負荷量的估計，能在一定程度上對雙元因子模式的因素負荷量產生校

正效果，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 ESEM 模式之因素負荷更爲合理。 
除了統計上的考慮，Morin 等（2016）提出建構相關心理測量多向度的概念，他們明確強調交

叉負荷量與整體因子的存在並非代表模式中的一些隨機干擾因素，交叉負荷量與整體因子的存在

本身就是有意義的，這兩個成分就具有實質的關聯性。本研究發現在雙元 ESEM 模式中，「對人冷

漠」因子對應之題項在該特定因子上之因素負荷量全部達顯著，且其在其他兩個非特定因子上的

交叉負荷量均未達顯著；相對地，情緒衰竭中的兩個題項「工作中我經常心力交瘁」與「醫院工

作對我是一個負擔」在「低成就感」因子上的交叉因素負荷量達.001 水準顯著，低成就感中的兩

個題項「沒有人關心我，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僕人」與「我感到我的工作沒有意義」在「情緒衰

竭」因子上的交叉因素負荷量均達 .001 水準顯著。此現象揭示在護理師職業倦怠中「對人冷漠」

因子結構獨立，其分量表因子分可獨立反應「對人冷漠」特定因子；然而，「情緒衰竭」與「低成

就感」二特定因子之間並非完全反應獨立面向，換言之，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向度之間存在一定

關聯性，護理師感受到心力交瘁、將工作當成一個負擔既體現了對護理工作的厭倦，也會導致其

難以感知到護理工作的價值，表現出低成就感；而當護理師體會到自己不被關心、自己像他人的

僕人，難以感受到工作的意義與價值時，更容易產生對護理工作的倦怠、厭煩情緒。其中，「工作

中我經常心力交瘁」與「沒有人關心我，我好像成了所有人的僕人」兩題項在對應特定因子上之

因素負荷量不顯著，卻在非特定因子之交叉因素負荷量達顯著，此現象一方面顯示傳統的三因子

CFA 模式並不能反應出變項與因子之間的真實關係；其次也可能 NBS 量表在華人文化中應用時，

其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兩特定因子之題項的區分度不夠；再次，結合前述HS/S，可見 NBS 中的

此兩分量表的題項並非反應原有構念中的特定因子，而是反應總體因子。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應用問卷調查法對醫院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的因子結構進行研究，開創了應用雙元因

子 ESEM 模式研究職業倦怠因子結構的先河，研究結果顯示無論從統計檢驗還是從建構多元測量

的實際考量，均證實臨床護理師職業倦怠三因子 ESEM 模式最優。本研究從理論上解決了職業倦

怠一維論與三維論之爭執，研究顯示既存在職業倦怠整體因子，反應壓力情境下的身心衰竭狀態，

也存在「情緒衰竭」、「對人冷漠」、「低成就感」三個特定因子，反應職業倦怠三個不同的面向。

本研究結果在實務上對於 NBS 的實際應用具有指導，改變了原來指導手冊中只計算因子分，而不

計算量表總分的操作方法，提出了通過計算量表總分的方式反應個體職業倦怠狀況的合理性。然

而，本研究有如下限制：首先，因爲問卷調查法的應用，難以在不同醫院之間建立一個完全標準

化的數據收集環境，因此，數據收集過程中的一些不可控環境因素有可能會影響研究結果。其次，

本研究樣本來自中國大陸江蘇地區，所得結果是否能够符合整個華人文化下臨床護理師的實際情

況尚需在後續研究中加以驗證。再次，考慮對華人護理師職業倦怠狀況進行研究，選擇了 NBS 中

文簡版，雖然宋雙與張立力（2010）對 NBS 在中國大陸地區應用的信、效度作了研究，然而，其

研究並未對 NBS 在華人文化下的應用作 EFA 與 CFA 檢驗，或許存在 NBS 簡版在華人文化下的應

用存在題項區分度不清晰的現象，後續研究需加強對 NBS 簡版在華人護理師中應用的信、效度的

檢核；此外，本研究中研究對象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男性護理師僅有 13 名，僅佔總研究對象的

2.49%，因而本研究結果是否適合男性護理師群體需要在後續研究進一步檢驗。後續研究需要對於

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 ESEM 模式在不同時間、教育程度、語言、國家等方面進行恆等性比較，

如此恒等性方面的研究將會影響到護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 ESEM 模式對 NBS 在實踐應用方面的

指導，特別是在進一步修訂護理師職業倦怠使用手冊時，測量恆等性必不可少。如果沒有證明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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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職業倦怠雙元因子 ESEM 模式具有跨時間、教育程度、語言、國家等方面的恆等性，用此測

量工具比較不同文化或區域護理師職業倦怠的得分或者在縱貫研究中探求隨著時間的變化護理師

職業倦怠的變化將會受到限制。最後，本研究結果反應的核心是職業倦怠的結構效度，當前對於

職業倦怠雙元三因子 ESEM 模式的驗證局限於醫院臨床護理人員，本研究結果是否能够適用於其

他職業工作人員有待後續研究的進一步驗證。 

三、護理管理與諮商實務上的建議 

本研究結果對於臨床護理管理、臨床護理人員的招聘或面對護理人員的心理諮商工作，特別

是職業或生涯諮商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以往職業倦怠被當成「情緒衰竭」、「對人冷漠」、「低

成就感」三個獨立的向度，對護理師職業倦怠程度的評估常常應用各個特定因子總分從三個不同

面向獨立進行，然而，本研究證明職業倦怠整體因子的存在，護理師職業倦怠量表的題項所反應

的是整體職業倦怠和三個特定職業倦怠因素的整合，應用量表各個題項加總分能很好的反應臨床

護理師整體倦怠狀況；三個特定因子中僅僅「對人冷漠」分量表的因子分反應了較高比例的特定

因子之變異，且僅有「對人冷漠」對應的四個題項在特定因子上的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顯示「對

人冷漠」分量表相對獨立，護理師職業倦怠「對人冷漠」分量表因子分能反應護理師在特定因子

「對人冷漠」方面的表現；「情緒衰竭」與「低成就感」兩分量表之因子分更多反應的是護理師職

業倦怠整體情況，而非相應特定因子狀況，因而在實際應用時無需計算此兩分量表的因子分。然

而，因爲樣本限制，本研究並未進行跨組別因素結構恆等性分析，也未針對不同地區的華人護理

師職業倦怠之結構效度進行比較，未來研究需考慮此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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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validated the bi-factor structural construct of the Nursing Burnout Scale (NBS) by using a stratified sample of 523 

nurses from Jiang Shu, China, who completed the short version of the NBS survey in Chinese. Mplus software (version 8.1) 

provided the statistical outputs for all analyses conducted in this study. The findings for four alternative burnout 

constructs-single-, three-, high-order, and bi-factor models-employ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and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SEM) approaches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rk burnout among nurses in the hospitals 

in China. Statistical comparison among a series of nested CFA and ESEM models revealed that a bi-factor model with a 

global burnout factor and three content-specific factors-emotional exhaustion (EE), depersonalization (DP), and 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 (PA)-involving the ESEM approach outperformed all other models in terms of the model data fit. 

Only global burnout factor and the content-specific DP factor explained the considerable unique proportion of variance in the 

observed scores. The content-specific factors EE and PA only explained a small unique proportion of variance in the 

observed scores.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bi-factor structure of the NBS that wa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Mészáros et al. in 

Hungary (2014). Moreover,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into understanding the cross-culture and cross-situation factorial 

consistency of nursing burnout. Compared with CFA, ESEM is a better approach for validating the bi-factor factorial 

structure. The findings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job burnout among 

nurses. Moreover, the proposed method provides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with the total burnout score to ensure timely 

intervention for the staff who are at risk. However, the EE and PA scores should be interpreted carefully because these scores 

reflect a very small proportion of the burnout conte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invariance measurement based on gender and 

time will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bi-factor nursing burnout structure. 

KEY WORDS: Bi-factor Model, Burnout, Explorator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Nurses 

 


